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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日瓦戈医生》诗意化的叙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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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俄国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以其诗情浓郁之作《日瓦戈医生》摘得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不过，对其在艺术特点上的评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试从叙述学的视角对这部经典文本展开研究，希求揭示它在艺术形式上的独特魅力以及它为俄罗斯小说发展所作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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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Борис Леонид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1890—1960）以抒情诗创作步入俄国文坛，最后又将这种抒情性带入了叙事文本《日瓦戈医生》（«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之中，从而形成了为读者所喜爱的艺术风格——抒情史诗。然而，读者在阅读这部经典名作之时，会发现其中几乎很少有令人激动的情节出现，也常常因不能按顺序找到情节发展的下一步，而形成了茫然不知所措的阅读心态。而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作者运用了大段的人物对话或独白叙事，即人物精神世界的叙事打断了外部情节的连贯性，这实际上是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叙事的独特之处。正如他在与弗雷登伯格的通信中所说：与我以前所写的相比，这是更广阔意义上的叙事。沃兹涅先斯基认为，个人的、个性的和主观的成分在这部小说的叙述中占有主要地位。然而，帕斯捷尔纳克明明是想在作品中表现自己的想法，却没有采用传统的全知叙述方式，也没有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在《日瓦戈医生》中，叙述声音与叙事眼光不是统一于叙述者，而是分别存在于故事外的叙述者与故事内的聚焦人物这两个不同主体之中。“只有在这样的第三人称叙述里，我们才可以说‘我们仿佛就站在这个人物的肩头，通过这个人物的视觉、听觉和想法来观察事件和其他人物’。”（申丹1998：244）这种叙述方式已经不同于托尔斯泰或狄更斯式的全知式叙述方式了，因为全知叙述者的眼光已经被故事中人物的眼光所代替。“尽管全知叙述者的议论不乏画龙点睛之处，但不再相信叙事权威的现当代读者都难以接受这种上帝般居高临下的议论。”（申丹1998：208）因此，帕斯捷尔纳克在突破传统叙事的基础上，选择了更适合表达自己思想的叙事新策略。
1 叙事方位的转换
第一次阅读《日瓦戈医生》的时候，读者可能会产生这种感觉：很容易地就了解到作者的一些基本观点，但叙述者并不是自愿发表见解的评论者，而是一位充满了诗意叙述功能的叙述者。我们认为产生这样艺术效果的主要原因在于帕斯捷尔纳克选择了一种独特的叙述方位。叙述方位是叙述角度与叙述者身份两个因素的结合而形成的述本主体构成方式。叙述角度可以分为全知式与人物视角式两种，叙述者身份则可以分成显身式（第一人称叙述式）与隐身式（第二人称或第三人称叙述式）。这两个因素互相配合形成各种不同的叙述方位。（乐黛云 1993：640）帕斯捷尔纳克基本上采用了第三人称叙述者与人物视角相结合的特殊叙述方位。如在小说的第五章“告别旧时代”中，叙述者就是从主人公日瓦戈医生的视角进行表述的。日瓦戈由于错过了向拉拉表白的时机而感到惘然若失，他独自倚窗眺望：
沉寂的夜有着众多诡秘的音响。走廊附近可以听到水池的滴水声，间隔许久才均匀地滴答一声。什么地方的窗内有人喁喁交谈。
……

空气中散发着各种花草的芳香，仿佛大地白天只是无知无觉地沉睡，如今由于这些气味才恢复了神智。公爵夫人的古老的花园到处都是倒了的树的枝杈，难于通行，一株年深日久的柞树繁花初放，它那浓雾般的香气从园中升起并且浮动着，像一堵高墙。（帕斯捷尔纳克 2006：136）
第三人称全知式和第三人称人物视角相结合的办法使帕斯捷尔纳克既可以自由灵活地进行叙述，并可通过人物的视角不露声色地表现自己的观感和情绪，但又保持了作者自身的可信性地位，让读者相信他的言说。第三人称全知式叙述是传统小说惯用的一种叙述方式。叙述者就像上帝一样，能够知晓一切事情，而且拥有能任意潜入人物心灵的权力。但是，这种叙述方式往往让人觉得作者的主观性过强，反而造成不可信的印象。而如果结合第三人称人物视角来叙述就会给人以真切之感，又能为抒情找到更真实的载体。帕斯捷尔纳克正是恰如其分地采用了这种叙述方式，为自己抒情找到了最合适的形式。如作品中的一段视角切换：当日瓦戈医生读完妻子冬妮娅的来信时，痛苦的情绪使他陷入到无意识的状态之中。这时，文本的叙述者开始说话：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信上抬起茫然的、没有眼泪的眼睛。（叙述者的视角）他什么也看不见，悲痛灼干了眼泪，痛苦使他眼睛失神。他看不见周围的一切，什么都意识不到了。（人物的视角）

窗外雪花飞舞。风把雪向一边刮，越刮越快，刮起的雪越来越多，仿佛以此追回失去的时光。（叙述者与人物视角的重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望着眼前的窗户（叙述者的视角），仿佛窗外下的不是雪，而是继续阅读冬妮娅的信，在他眼前飞舞过的不是晶莹的雪花，而是白信纸上小黑字母当中的小间隔，白间隔，无穷无尽的白间隔。（人物的视角）（帕斯捷尔纳克 2006：403）
在这段叙述中，叙述者不仅从自己的视角记录了人物悲恸的状态，也在观赏大自然中，与主人公日瓦戈医生的视角重合，并融为一体。这种叙述视角的转换使读者如身临其境，真实地感受到人物内心的巨大悲痛。这使作者的情感抒发更为真实可信，而叙述者与人物视角的重合更能增强这种抒情的浓度。
有时作品中还会出现多个视角重合的状况，如作者对一战前线伤员的描述：“担架上抬着一个伤势特别吓人、血肉模糊的不幸者。一块炸开的炮弹壳碎片把他的脸炸得不成样子，嘴唇、舌头成了一团血酱，可是人还没死，那块弹片牢牢地卡在削掉了面颊的那个部位的颌骨缝里。这个重伤员发出轻微的、断续的呻吟，完全不像是人的声音，听到的人都会觉得这是在请求尽快了结他，解除这不可想象的拖长的痛苦。”（帕斯捷尔纳克2006：114）这段叙述的视角比较复杂，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所有在场人物的视角重合，其中包括日瓦戈医生、戈尔东、护士拉拉和加利乌林少尉。这种多重视角的重合无疑是几股悲伤力量的一种融合，这也无形中加深了作品感伤的抒情浓度。帕斯捷尔纳克并没有像其他作家那样为了人道主义思想而不厌其烦地去描写战争的残酷性，如法捷耶夫在《毁灭》中的很多场面甚至真实到残酷的程度，莱奋生在转移之前下命令毒死身负重伤的游击队员等。虽然这是帕斯捷尔纳克唯一一次如此真实地描写战争的残酷性，但是由于他选用了叙述的多重视角的叠加方式，就使这一视觉冲击带来的抒情力量超过了别人多次描写悲剧场景的力度。这也符合作者的创作意图：他希望在作品中把更多的空间留给读者，让他自己去思索，而非让他们因为恐惧而战栗。这也说明叙述是一种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
小说的叙述者显然是作者帕斯捷尔纳克虚构出的旁观者。虽然帕斯捷尔纳克没有透露叙述人的身份或出身，但在阅读文本中读者能感受到这是来自与作者相近层面的人物，叙述中流露出知识分子式的文雅。不过，他并没有像知识分子那样对故事中的人与事作过多的哲理性的价值评判，而是时常使其叙述伴有优美动人的诗意，好似抒情散文中的主人公。这位叙述者与传统文学中的叙述人有着很大的不同，虽然贯穿全书始终，但他很少发表个人的见解，不像托尔斯泰或狄更斯那样经常出现在文本中，插入大段自己的言论。于是，在某些场合，叙述者与主人公日瓦戈的观点前后呼应，同样具备了诗人的气质。当这两者之间形成这种共鸣时，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的观念也便清晰可见，小说由此达到了抒情的极致。
2 人物对话的叙事功能
人物是叙事作品中最重要的因素，因为人物承载了作者的思想观念和艺术理想。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经常由情节叙事转向人物的内心世界，于是，时间就往往被人物的抒情空间所代替。如日瓦戈医生在从前线返回莫斯科的火车上，由于过度的疲劳驱散了他的睡意。他的脑海中开始不断地涌现出纷繁复杂的思绪：
一个圆周的内容是对冬妮娅、家庭和过去的生活的思念，想的是那充满诗情、虔诚而圣洁的日子。医生对这种生活感到惊喜，切盼它能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如今在这夜间飞驰的列车上，急不可耐地想要重新投入阔别两年的它的怀抱。

对革命的忠诚信念和赞赏也在这个圆周之内。这里所说的革命，指的是中产阶级所接受的革命，同时也是一九〇五年那些对布洛克无限崇拜的青年学生所赋予的含义。

这个亲切而又熟悉的圈子当中，也包括战前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间在俄罗斯的思想界、艺术界以及整个俄国和日瓦戈本人命运中出现的那些新的征象和预兆。战后情不由己地想要重新捕捉这股潮流，为了求得它的再现和延续，思乡的心情竟是如此的强烈。

第二个圆周也有着某种新的思念，然而却是异样的，同时又是那样美妙！但这并非自己所熟悉的推陈而出的新意，却是一种本能的、由现实所决定而像大地震动那样来得突然。

战争、流血、恐惧以及它带来的家园沦丧和斯文扫地，这就是新的因素。战争的考验以及从中获得的精明的生活本领，也是这种新的成分。战争把他带到的这些边远小城镇和接触的那些人，同样是新鲜的。革命也是新的因素，当然不是一九〇五年前不久大学里谈论的那种理想化的革命，而是现在这种诞生于战争之中并且带着血腥气的士兵们的革命。它在善于驾御这种自发力量的布尔什维克的指引之下，把一切都不放在眼里。

护士安季波娃同样也是这个圈子里的新内容，天知道战争会把她和她那具有神秘色彩的生活抛向何方，但她与人与事无争，几乎对自己的痛苦从不表露，她那沉默尽管令人不解，然而却有如此强劲有力。（帕斯捷尔纳克 2006：155）
这不仅是主人公的思想，也是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的所思所想。人物的内心是认识的主体，而不是被动的客体。以往作家笔下的人物往往处于被动地位，是被作家描写和研究的对象。但是，在帕斯捷尔纳克这里，大自然都变成了思想主体，进行着自我展示，更何况是人类呢？由于叙述人很少直接出面评说小说中的人与事，因此小说中的人物便承担了议论、评说的叙事功能，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利哈乔夫指出：“比起令人信服的回答和明确的结论，日瓦戈更多的是动摇和疑惑，更多的是对事件抒情诗的关系。”（利哈乔夫1989：1）这说明日瓦戈医生独白的叙述功能中带有抒情的基调。
由于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需要，他心爱的人物形象在作品中还承担了叙事的功能。小说中许多人物形象的塑造（包括人物的踪迹和性格的发展变化），并不是从叙述者的角度展示给读者的，而是依靠人物之间的对话展开的回忆来完成的。如重要人物安季波夫（化名斯特列利尼科夫）在小说中的正面出场很少，他的大部分人生经历、性格特征的发展变化，几乎都是通过主人公日瓦戈和拉拉之间的对话讲述出来的。在第九章“瓦雷金诺”中，拉拉与日瓦戈相见之后谈到自己的丈夫安季波夫在攻打尤里亚金时的表现：“斯特列利尼科夫就是安季波夫，我的丈夫……斯特列利尼科夫是他的化名，像所有革命活动家一样。出于某种原因，他必须用假名生活和活动。他攻打尤里亚金，向我们开炮，他知道我们在这里，为了不泄露秘密，一次也没打听过我们是否还活着。这当然是他的职责。……人就在身边，竟然能顶住见我们的诱惑！这我怎么也想不通，超出了我的理解力。这是某种我不能理解的东西，不是生活，而是某种罗马公民的美德，现今的一种深奥的智慧。”（帕斯捷尔纳克 2006：295—296）在第十三章“带雕像房子的对面”，拉拉与日瓦戈再次相遇时又一次提到斯特列利尼科夫的情况：“正是因为斯持列利尼科夫，我才站在火山口上呢。我过去对你说过，他树敌太多。红军胜利了。现在非党的军人都被从军队里撵出来，因为他们靠近上层，知道的事情太多。要是仅仅从军队里撵出来，不干掉，销踪灭迹，那还算好呢。帕沙在这批人中首当其冲。他的处境极端危险。他到过远东。我听说他逃跑了，躲藏起来。据说正在搜寻他。”（帕斯捷尔纳克 2006：383）安季波夫的人生经历是由他人的对话回忆串连起来的，他也将永存于周围人的精神世界中，这也实现了作者抒情的意愿。而作品中的人物也有权从自己主观角度来谈论所发生的事件，进一步展示文本作者的思想理念。同时，小说中出现的一些次要人物的行踪也时常出现在他人的对话中。这种回溯的叙事方式可以将叙述的外部世界与人物丰富而细腻的内心世界统一起来，人物形象通过别人的回忆丰满起来，于是，作品文本的生命活力便彰显出来。这种通过往事在人物心灵世界中留下的痕迹为作品的抒情贮备了巨大的空间。
在《日瓦戈医生》中，人物的叙事不仅有塑造人物的功能，还有推动情节、展示主题的作用。人物之间的对话涉及小说的众多主题思想，如在战争、死亡、混乱、饥饿威胁的间隙，日瓦戈和拉拉以及众多人物对话的内容全是与生存意义相关的问题：
“咱们有什么可争论的？这些道理根本不值得论证。这是起码的常识。多少世纪以来，基本的人民群众的生存简直不可思议。可以拿任何一本历史教科书来看一看，不管叫作封建主义还是农奴制，叫作资本主义还是工场化的工业，这种制度本身的不合理和不公正老早就被发现了，早就在准备着可以把人民引向光明、使一切都各得其所的变革。”
……

“……那儿的人一定会给你们点厉害看！我刚刚听过一个水兵的发言。尤罗奇卡，要是你就一定会发疯！那感情多么热烈！逻辑多么严整！

还是跟我去吧，尤罗奇卡。我给你介绍一些人。要知道，你十二万分需要像安泰那样去和大地接触。”

……

“……先生们，让我谈几句。闻所未闻的、史无前例的事件正在逼近。在它还没有降临到我们头上以前，对你们各位提一点希望。当它到来的时候，愿上帝保佑我们大家彼此不要失掉联系，也不要灰心丧气。”（帕斯捷尔纳克 2006：174—176）
人物的对话式场景不仅使小说的哲理性和思辨性色彩浓烈，还以抒情式的语言显示出作者的浓浓诗情。在帕斯捷尔纳克笔下，戏剧性对话更多地采用了抒情化的语言，犹如抒情诗一般。这就如同他对莎士比亚诗体风格的赞誉：“戏剧在散文写就的场景中又以对白极其自然地铺展，或是一段一段的诗体对话与情节和动作紧密融合。”（帕斯捷尔纳克2002：332—333）帕斯捷尔纳克是小说家兼诗人，他的小说语言与诗歌语言融为一体，使得小说语言有诗一般的韵味和抒情。这一特点同样体现于人物的对话之中。人物对话减缓了作品的叙事节奏，不仅有助于情节的展开，也产生了抒情性的空间。“在作者语言的诗的生动性和主要主人公言语和思想的诗的生动性之间，同样不存在差别。”（利哈乔夫 1989：1） 通过人物的对话复现事件，可以给历史的叙事以诗意的效果。这也是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用抒情的方法创造史诗的一种尝试。

《日瓦戈医生》中的许多章节都是靠人物的对话来完成的，这与戏剧的表现方式极为接近，也使得这部小说仿佛是一本多幕剧的剧本。帕斯捷尔纳克曾说：“在风格方面——这是一种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的愿望，这部小说中不光只有平铺直叙，它还要能够戏剧性地表现情感、对话和人。这是我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小说，是我的小说。”（包国红 2001：65）于是，他在叙述人的叙述中，插入了大段的人物对话与独白。这些叙述方式成为人物或作者直接向读者诗意地展现自我心灵世界的重要途径。 

结束语

在民间传统中，叙述者是一个诗意的人物，它的作用在于对事实作问心无愧的叙述，就像是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在讲述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在文学发展过程中，叙述者的形象逐渐走向了另一面，渐渐地失去了诗意的力量。叙述者的作用不仅仅是进行叙述，而且还会参与到自己所叙述的故事中来。这种叙述在普希金那里，在莱蒙托夫和列夫·托尔斯泰那里都曾出现过。广义地说，这种叙述人表达的也是作者的观点，他的评判会毫不费力地被读者指摘出来。而帕斯捷尔纳克的贡献正是在那个思想被相对禁锢的时代，以知识分子独特的言说方式，通过诗意的叙述主体，以饱含诗意的散文，把俄罗斯的传统人文精神展示于世人面前。因此，无论与前人相比，还是与同时代的史诗性作品比较，《日瓦戈医生》都是一部具有独创性的史诗性作品，它彰显了俄罗斯文学深厚的史诗底蕴，从而将20世纪与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确立了自己在俄罗斯小说史上的独特地位。研究《日瓦戈医生》在叙事策略上的特征无疑为我们正确认识俄罗斯小说的发展轨迹提供了更广阔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我们把握与理解俄罗斯小说整体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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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ssian writers Boris Leonidovich(1890-1960), with his poetic full-bodied work  Doctor zhivago  won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1958. But, comments on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novel are disparingly different. This paper tries to study this classic novel from a narrative angle, hoping to reveal its unique charm of artistic form and its contribu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n no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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